
第十三部分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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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全球城乡差异的一些事实

o 各种结果，效用，健康等……
o 中国与世界的独特性及共性

 将人们迁移到城市是否能提高收入？

o 对于迁移者

o 对于整个城市

 （对于迁移者，边际）如何使城市的经济利益得到更广泛的分享？

o 关键似乎是教育

 （对于经济，一般均衡）为什么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增长？

o 一些理论

o 一些假设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城乡差距的问题。首先，我们会看一下全球范围内的城乡

差距，以及一些关键指标，包括公共设施的可达性、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等。我们会发现，

城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明显的。

在中国，城乡差距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工厂大多集中在城市，尤其是重工业，赋

予城市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优势。自 1960 年代起，中国开始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使得城

市的劳动者生产率较高，工作保障也较好。而农村地区的生产率较低，收入也受国家政策的

影响，生活水平提升受到限制。这样，我们生活在一个二元割裂的世界，城乡差距显而易见。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差距并非必然存在。根据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人口是流动的。

在没有政策限制的国家，人们可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如果大城市的生活质量较高，人口就

会向大城市集中。所以，按理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不应如此巨大。但实际上，尽管中

国的情况特殊，城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依然普遍存在。

那么，问题来了：是否只要将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就能改善生活水平并促进经济增长

呢？对于移民来说，可能是的。然而，文献中显示，这一过程通常是缓慢的，可能需要几代

人的努力。

对于城市来说，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城市能容纳的人口是有限的。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

本地工人的工资可能下降。所以，城市是否能承接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是一个问题。这会带

来全局效应，也就是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考虑到这些因

素，仅仅加速城市化是否能有效促进收入增长，仍然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今天的讨论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我们将探讨如何通过现代经济学分析去回答这些问题。

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城市化与人口及健康结果：来自新城市区域分类的视角

 欧盟委员会报告

首先，我将讲解一个案例研究。这是我和我们的团队之前为欧盟（European Commission）
所做的研究。

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化与人口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我们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划分城市、乡镇和农村这三个层级的地区，并比较不

同城市化层级地区在健康结果方面的差距。这就是我们要比较的城乡差异，或者说从农村到

城市的差异。

如我之前所说，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在一个有一般均衡的世界中，人口流动可以缩小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现实中，比如像美国这样的高度发达国家，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并不

大。即使你生活在农村，仍然可以享受互联网、干净的自来水和医疗服务等。这些服务虽然

有成本，但通过较高的收入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每个人都有车，并且高速公路和网络

发达，这使得你即使生活在偏远的地区，也能方便地到达附近的城镇，解决生活的基本问题。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较低且空间阻力较大，人们无法通过自己的方式解决这

些问题，无法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空间均衡状态，导致城乡差距依然存在。

从供给侧来看，供给公共品时的摩擦是主要问题。例如，疫苗的分配可能更多集中在大

城市，而不是乡镇或农村地区，因为分配成本较高。这使得城市的吸引力和地位自然高于农

村。

从需求侧来看，这种差异是内生的，更多需要公共品的群体会自我选择居住在城市中。



城市居民对这些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大，这种内生性差异导致城市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更为强烈。

结合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因素，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城乡之间在公共品提供和消费上的

差异非常大。

我们的报告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首先，我们关注城乡之间在发展中国家公共品差异的

程度有多大，以及在过去 20 年中，这种差异的变化趋势如何。其次，我们分析了这种城乡

差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对位置和差异情况。

简单来说，我们首先比较了 2015 年前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

一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发现，总体而言，城市地区的公共品获取水平普遍高于农村，虽然在

某些特定领域（如空气污染）城市可能稍逊一些。总体上，全球范围内，居住在城市的居民

比生活在农村的人拥有更好的公共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更高的生活水平。



此外，从过去 20 年的变化来看，全球范围内，无论是人均健康水平还是公共品的可获

取性，都在快速提高。尽管如此，城乡差距仍然存在，且尚未完全解决。

我们选择的样本国家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人口与健康普查数据（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这项调查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由美国主办，覆盖全球多个国家，且每个

国家的样本量非常大。自 1990 年起，调查开始收集 GPS 数据，因此可以准确知道每个家庭

的具体位置。这个调查类似于中国的 Charles 调查，但其覆盖范围更广。

我们研究的这些国家包括所有标有颜色的国家，橙黄色的国家是我们在 2000 年和 2010
年间都有数据的国家，这些国家的 DHS 数据包括了 GPS 坐标，因此我们可以对比这些国家

的变化。其他国家的 GPS 数据主要从 2015 年开始收集，我们则通过跨年度数据进行比较分

析。

我们的研究覆盖了一些国家，包括南撒哈拉非洲的多个国家。具体来说，我们将这些国

家分为四个区域：东非包括坦桑尼亚、乌干达等；西非包括贝宁和塞内加尔；中非包括安哥

拉；南非包括南非和纳米比亚；南亚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东南亚包括柬埔寨和越



南。此外，我们还涵盖了一些南美的国家，如秘鲁等。

我们的研究使用了 DHS 健康普查数据，这些数据提供了大量关于人口及其公共服务可

达性的信息。那么，如何度量一个地方是否是城市，或者它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城市呢？我们

使用了卫星数据来收集人类居住区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估计该地区的人口密度。

在这张图中，我们将连续有人居住或已开发的区域划分为不同等级。颜色最深的是城市

区域，其次是人口较密集的乡镇，再是人口较少的乡镇，接着是乡村，最后是人口稀少的村

庄或完全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我们将这些区域分为七个等级。在分析中，我们主要关注三个

类别：城市、乡镇和农村地区。



我们对城市、乡镇和农村地区进行了划分。例如，城市的定义是人口密度大约每平方千

米 1,500 人以上，且人口数量超过 5 万。虽然在中国 5 万人的规模可能只算一个乡镇，但在

非洲等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这样的规模已经可以算作一个较大的城市。乡镇的划分没有特

别复杂的标准，我们大致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分级。

通过 DHS 数据，我们可以将数据映射到具体的城市边界上。例如，红色区域代表通过

卫星数据获得的城市或乡镇位置。我们还使用了 GPS 数据来定位调查点，这些调查点通常

覆盖约 200 户人家。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不同乡镇和村庄的健康普查数据与人口健康差异

进行统计分析。



如果你对国际发展、健康、人口或社会问题感兴趣，这个数据集非常值得探索。它在每

个国家收集的样本量都非常大。例如，在安哥拉，我们的样本包括超过 16,000 个家庭，且

这些数据来自 2015-2016 年的调查，并且提供了具体的地理位置。这使得它成为一个非常有

价值的工具，用于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健康情况。

那么，如何分析城乡差异呢？如果我们通过回归分析来比较城市与农村的差异，首先可

以使用一个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假设我们有一些数据来自城市，而另一些来自农

村，我们可以将城市标记为 1，农村标记为 0。在回归模型中，虚拟变量的系数就代表了两

者之间的差异。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乡镇和农村的差异，就会有三个层次：城市、乡镇和农村。我们可

以创建两个虚拟变量：第一个虚拟变量标记城市为 1，其他为 0；第二个虚拟变量标记乡镇

为 1，其他为 0。这样，我们可以估计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乡镇与农村之间的差异，而

无需直接将农村作为一个虚拟变量。

由于 DHS 调查数据是随机选择的，受访者的地理位置可能会有所扰动。例如，为了保

护隐私，调查可能会将受访者的位置随机移动一定距离，通常是 5 公里。这意味着我们得到

的地理位置数据可能不是完全准确的，而是一个经过扰动的概率估计。



回归模型中，我们还控制了一些个体变量（如受访者的教育程度、性别等）以及聚类变

量（如每个调查点的社区属性）。这些控制变量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城乡差异。

首先，我们关注的第一个结果是家庭是否有电力使用（是否能够接入电力）。从回归分

析结果来看，城市家庭相较于农村家庭，电力接入的概率高出大约 60%，而乡镇的电力接入

率大约为 28%。这种差距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和农村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

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是家庭收入不足，无法负担电力接入，或者家庭本身的需求和偏好不同。

这种差距也可能与家庭的选择有关，经济学中称为“排序效应”（sorting），即不同收

入水平的人倾向于选择不同的居住地点。由于人们可以在空间上自由流动，城市和农村之间

的差异并不是完全可比的。为了克服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控制个人特征（如受教育程度）

来减少这种不可比性。经过控制后，我们发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电力接入差距有所减少，从

原来的 60%下降至大约 50%。
这是我们分析的第一个结果，即家庭是否能够使用电力。



第二个表格展示了城乡之间使用清洁饮用水的差距。我们发现，城市在使用清洁饮用水

方面显著优于农村。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使用清洁饮用水的概率也相应提高，乡镇的情

况则相对较差，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在控制了家庭特征（如教育水平和收入）后，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但有所减小。

此外，我们比较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的相关数据，结果表明，南亚的清洁水源使用

情况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



在分析出生后死亡率时，我们发现，出乎意料的是，城市的出生后死亡率在非洲的部分

地区反而更高。原因可能是，尽管城市的生活水平较高，但城市环境可能带来更大的压力，

导致母亲未能得到足够的休息或支持照顾新生儿。而在农村地区，由于压力可能较小，虽然

资源较少，但人们可能会花更多时间照顾婴儿，导致死亡率相对较低。

这是关于 DPT3 疫苗接种情况的分析，但由于一些数据不太清晰，可能有些部分难以看

清楚。

首先是 2015 年的电力使用情况。我们比较了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南亚（South Asia）、
拉丁美洲（LAC）和东南亚（Southeast Asia）地区。在左侧的面板中，我们展示了电力使用

情况，蓝色柱形代表农村地区，橙黄色代表乡镇，红色代表城市。从绝对值来看，非洲的电

力使用率非常低，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约不到 20%的家庭能接入电力。在乡镇，电力接入率



略高，约 30%；而在大城市，约 70%的家庭能接入电力。非洲的许多城市面临电力短缺的问

题，很多家庭需要依赖小型发电机。

相比之下，南亚的电力使用情况要好得多，城市的电力接入率接近 90%。东南亚农村地

区的情况较差，电力接入率大约只有 40%。
接下来是自来水的使用情况。非洲的自来水使用率非常低，农村地区仅有约 23%的家庭

能使用自来水，城市地区也不到 30%。南亚和东南亚的情况类似，尽管东南亚的城市自来水

使用率较高，但总体依然不理想。

拉丁美洲的自来水使用情况相对较好，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总体来看，从这些图

表中可以明显看到城乡差异，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普遍优于农村居民，特别是在公共服务的

获得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变化趋势。我们发现，电力使用情况确实在改善。左侧是 2000 年

的数据，右侧是 2015 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南亚国家的电力使用率明显上升。例如，

2000 年时，南亚的电力使用率约为 40%，到 2015 年已经提高到 80%以上。

在非洲，电力使用情况也有所改善，但增长较慢。2000 年时，非洲的电力使用率大约

为 60%，到 2015 年，增长了约 15%，这个增幅相对较小。

这张图展示了自来水的使用情况。很奇怪的是，非洲的自来水使用率实际上在下降，而南亚

的自来水使用率有所上升。然而，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自来水使用率仍然较低，特别是城

市提供稳定饮用水的比例也非常低。



我们之前通过控制方法来解决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可比性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差异确实

存在，但这种差异中包含了很多因素，尤其是两地居民在很多方面的差异。通过控制个体特

征，如教育水平和年龄，我们可以更好地比较相似的人群。经过控制这些特征后，我们仍然

发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存在，虽然差距有所缩小，但变化幅度较小，之前观察到的差异

仍然存在。

我们分析了大约二十几种健康结果，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在新生婴儿死亡率方面，

我们发现非洲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死亡率非常高。具体来说，在该地区

的农村，每 1,000 个新生儿中大约有 50 到 55 个死亡，约为 5%的死亡率，这是一个非常高

的比例。而在城市中，这一死亡率要低一些。

当然，这里可能存在一些选择性偏差，稍后我们会通过图表进一步分析。接下来是关于

DPT 疫苗（第三剂）的接种率，非洲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不大，但我们仍然能看到城乡之间

显著的差异。这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些疫苗接种活动有关，非洲投入了大量精力

进行疫苗分发。



如果我们观察这些变化，过去 15 年间，死亡率有了显著的下降。特别是非洲在这方面

做得非常好，其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南亚地区。

关于疫苗情况的分析就不再赘述了，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的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居

民的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居民，除非他们必须忍受较差的空气质量，这一点城市可能不如

乡村。我们还发现，城市居民可能更容易肥胖，这与城市的营养水平和生活方式有关。另外，

城市的犯罪率通常比农村更高。

在我们分析的 25 个结果中，城市的表现普遍好于农村。乡镇的表现则通常介于城市和

农村之间，除非在南亚地区。在南亚的某些地区，乡镇的生活水平反而高于城市和农村，这

一点非常有趣。实际上，在中国的某些小县城，居民的生活体验可能比大城市更好，大家可

能感觉更放松，享受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做了很多努力来解决城市和乡镇之间不可比的问题，采用了控制个体

特征的方法，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然而，尽管做了这些控制，城乡差距依然存在，

并且非常显著。我们还控制了地区是否为国家首都等信息，尽管这样做有助于捕捉政治层级

的影响，但差距仍然存在。

过去 20 年里，这些结果有了显著的提升，尤其是在南亚地区，电力接入等方面的进展

非常快速。



我们分析了二十几个结果后，有一些初步的猜想。首先，公共服务提供的成本对落后地

区追赶的速度有显著影响。例如，成本较高的公共服务提供（如下水道系统等）进展较慢，

因为这些服务通常与具体地点紧密相关，不易移动。相比之下，像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由

于其可移动性，进展相对较快。例如，教师可以住在城市，定期到农村地区教授，确保教育

资源的相对平衡，这种服务的提升速度较快。

总体来说，这些结果表明，城乡差距不仅仅在发达国家存在，在像中国这样的二元割据

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城市居民享有的这些特权，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

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城市生活如此优越，是否将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或者鼓励人们迁移到城市，就能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图。横轴表示服务业人口的比重，它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一个国家

的城市化程度；纵轴表示每个工人的生产力，即工资水平。对于农业部门来说，我们看到明

显的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在上升。具体

来说，当农业部门中过剩人口迁移到城市后，留在农村的人的工资会增加，因为人口减少意

味着每个人能分得更多的资源。因此，城市化推动了农村人口收入的提高。

然而，这种关系在工业部门中并不那么明显。在工业部门，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

完全由城市化水平决定，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发挥更大的作用。

比如说，技术就是我们第一次课上提到的内容。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加，城乡之间的收入

差距也会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通过城市消费比率与运营分配来衡量这种差距。数据显示，随着城市化比例的

增加，城乡差距逐渐缩小，直到差距接近于零。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地区，这种差距几

乎消失了。例如，美国就接近于这种状态。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有经济机

会吗？

 简单的方法

 根据人口密度回归工资

我们的想法是，通过城市化的方式，

将人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从而提高经

济水平。一个简单的研究思路是，将

个人的收入与周围人口密度进行回归

分析，看看人口密集的地方是否收入

更高。例如，在我们之前的研究中，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进行分析。我

们将个人收入与其所在地区是否为城

市或乡镇做回归分析，发现城市的收

入通常较高，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地



区。

然而，这种分析存在内生性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很大，尽管我们控制了一些个体特征来

让两者更具可比性，但这种差异并没有完全消除。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有经济机会吗？

 更为谨慎的方法

 估算迁徙者工资变化：

o Glaeser & Maré (2001)：
 来到城市的工人，在迁移到大城市后的几年里工资增长更快。

 城市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o De la Roca & Puga (2017)：

 跟踪几乎所有西班牙工人在不同地区迁移时的工资模式。

 来到大城市（如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

有所增加。

更好的方法是研究移民的情况。例如，一些人可能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如果他们从事的

行业相似，我们可以观察他们在城市的收入是否有所提高。比如，Glaser 和 Malr 2001 年的

研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发现工人迁移到大城市后，工资的确会增加。主要原因是城市能帮

助他们提升人力资本。

另外，Delgado、Roca 和 Puga 2017 年的研究也探讨了西班牙工人从不同城市迁移的情

况，结果表明，工人从小镇迁移到大城市后，工资水平显著提高。这表明，城市化确实能够

提升个人的工资水平。

就像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极端案例一样，虽然这个故事有所夸张，但它传达

了城市化可能带来经济机会和收入增长的观点。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有经济机会吗？

 更为谨慎的方法

 估算迁徙者工资变化：

o **Hicks 等（2017）**使用来自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面板数据，呈现固定

效应估计城乡工资差距。

o 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工人每小时收入大约高出 2.8%。
o 肯尼亚的城市工人收入大约高出 26%。 

大城市可以为人们提供很多机会。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城市生活

的机会和资源更丰富。虽然我们可能不需要依赖这些文章来理解这一点，但这些研究的价值

在于它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验证了这一事实。

例如，HIX 2017 年的研究在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
来分析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控制个人的固定效应，可以消除个人本身的一些可观



察的特征，来分析地点变化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印度尼西亚，城市工作的工资比农

村高大约 3%；而在肯尼亚，这一差距可以达到 26%。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有经济机会吗？

 更为谨慎的方法

 估算迁徙者工资变化：

o Perlman (2010)：
 以 1969 年巴西贫民窟居民为初始样本，研究其子孙的结果。

 72%的祖父母一代是文盲，94%从事体力劳动。

 到 2001 年，只有 6%的孩子是文盲，63%从事体力劳动。

o Marx 等（2013）：

 研究若干当代贫民窟中的迁徙者。

 关注那些早期迁徙的工人是否现在赚得更多：

 肯尼亚的基贝拉：城市中的时间与收入之间没有关系。

 孟加拉国的通吉：在城市居住时间与收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

系。

 如果成功的人选择离开贫民窟，那么这些事实可能反映出谁在 40 年

内留在贫民窟的选择。

 这不是城市向上流动性缺乏的广泛问题。

 许多来到城市的人在多年后仍然相当贫困。

这些研究展示了城市化的复杂性，特别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巴西的移民情况。许

多移民在抵达城市时，通常会先住进贫民窟，再寻找工作。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分析了这些

移民及其后代的收入变化。例如，1969 年到达贫民窟的移民中，72%的人的下一代文盲率仍

为 72%，并且 94%从事低薪的体力劳动工作。到了 2001 年，经过几代人努力后，这些比例

大幅降低，文盲率降至 6%，从事辛苦工作的比例降至 63%。这个现象表明，从农村到城市

的迁移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这个情况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便是在没有政府限制的国家，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仍

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国政府实施了严格的迁移控制政策，这使得城市化的进程变得

更加有序。不同于这种做法，其他地方的经验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特别是移民如何能真正

受益于城市化。

进一步的研究，比如 2MAX 2013 年的研究，换了一个角度，分析了早期和晚期进入贫

民窟的移民的收入差异。比如在肯尼亚的 Kibra 贫民窟，研究发现，居住在贫民窟时间更

长并没有导致收入增长，这与之前认为大城市能提供更多工作机会的观点相反。研究表明，

进入贫民窟后，许多人未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反而过上了比乡村更贫困的生活。

此外，研究还发现，在贫民窟中待得更久的人的收入往往较低，这可能是因为较有能力

的移民会很快找到工作并离开贫民窟，而那些停留时间更长的往往是无法找到工作的人。这

一发现再次强调了在研究中的选择性问题，即人群的选择可能导致结果的偏差。



这段话讲述了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的生活境况，尤其是贫民窟中的居民。研究显示，并非

所有移民都能通过进入城市改善生活状况，许多人仍然面临贫困，甚至几代人都保持贫困状

态。城市化带来的“幸运”因素在这里尤为突出，有些移民能够找到工作改善生活，而另一

些人则陷入长期贫困。

总结起来，这段话强调了城市化的复杂性，移民进入城市并不一定带来财富的提升，很

多因素，尤其是运气和个人意志，都在影响着移民的生活变化。这也展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

选择性偏差，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城市化中受益。

如果有更多问题或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内容，随时告诉我！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有经济机会吗？

 更好的方法

 估算由外部冲击驱动的迁徙者工资变化：

o Sarvimäki 等（2019）：

 二战后被迫搬迁的芬兰农民，分配到全国各地的相似农场。

 与地理位置相近的对照组相比。

 被迫迁移的农民在长期内更可能定居城市。

 他们的收入显著更高。

o Nakamura等（2016）：

 一个富裕的渔村，其房屋被火山摧毁。

 空间不连续设计。

 30 年后，流离失所的工人更可能定居城市，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

收入也更高。 

在这段话中，讲解了两篇关于城市化对移民收入影响的研究。研究表明，城市化可能对

移民的收入有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因迁移的方式和背景不同而异。

研究中的问题与挑战：我们看到的很多移民的结果，往往是选择性的，也就是那些选择

迁移到城市的人，本身可能就具备较高的能力或更高的动机，这样的选择性可能会高估城市

化带来的好处。这是内生性的问题，即移民的选择本身与收入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更好的研究方法：为了克服这个问题，研究者使用了外生冲击的方法，例如自然灾害（如

火山爆发或干旱）迫使一些原本无法选择迁移的人不得不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通过这种方式，



研究者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到城市化对这些迁移者的影响，因为这些迁移是由外部因素推动的，

而不是基于个人选择。

芬兰与渔村的研究：

芬兰的研究：通过自然灾害引发的迁移，研究者发现那些被迫迁移到城市的农民，相较

于没有迁移的农民，他们更容易找到城市工作，并且获得更高的工资。这个研究利用了外生

的冲击来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

渔村的研究：类似的研究通过分析火山爆发摧毁渔村后迁移到城市的居民，发现这些迁移者

的收入和教育水平显著提高。这个研究也说明了迁移对人们经济状况的正面影响。

总结：这些研究帮助我们理解，虽然城市化可能对某些人群带来好处，但并非所有迁移者都

会因此获益。不同的迁移背景和外部冲击的影响，可能会改变迁移对个体的影响。通过更严

格的研究设计，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城市化对收入的影响。

这类研究强调了移民和城市化过程中内生性偏差的问题，并展示了如何通过外生冲击来

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如果你有其他问题或需要进一步讨论，随时告诉我！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有经济机会吗？

 理想的方法

 在随机对照试验下估算迁徙者工资变化：

o Bryan等（2014）：

 为农村孟加拉国工人提供小额激励（大约是公交车费），鼓励他们

搬迁（至少暂时性）到附近的城市。

 使报告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在每年淡季期间到城市寻求工作的家庭

比例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

 对家庭平均支出产生了显著影响，支出增加了约 33%。
 在小额激励支付后的三年内，处理组家庭的成员更有可能在淡季期

间迁移到城市工作，约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 

当然，我刚才提到的是更好的方法，但没有一种方法是绝对最好的。所谓的“Holy Grail”
就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方式，可能就是随机对照实验（Random Control Trials）。通过这种实验，

你可以人为地随机安排一些人进入城市，另外一些人留在原地。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这

是 Brand 2AT 等人在 2014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他们为孟加拉国农村地区的一些工人提供了

一些非常小的激励。这些激励是多小呢？例如一张去城市附近城市的车票。

这个非常小的激励产生了非常大的迁移影响。在实验组中，报告称有亲戚或家庭成员有

意愿去附近城市找工作的人达到了约 22%，这个效果非常显著。同时，这些人到了城市后，

他们的消费也发生了显著的提升，消费升级的幅度达到了 33%。
这篇文章非常出色的一点是，它不仅做了一个短期的实验，还在三年后回顾了这个结果。

结果显示，在实验组中，那些参与过实验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中，至少有一人在过去三年

中确实迁移到了城市并在那里找到了工作，尤其是在农闲时期，很多人会去城市找工作。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有经济机会吗？

 理想的方法

 在随机对照试验下估算迁徙者工资变化：

o Bryan等（2014）：

 为农村孟加拉国工人提供小额激励（大约是公交车费），鼓励他们

搬迁（至少暂时性）到附近的城市。

 使报告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在每年淡季期间到城市寻求工作的家庭

比例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

 对家庭平均支出产生了显著影响，支出增加了约 33%。
 在小额激励支付后的三年内，处理组家庭的成员更有可能在淡季期

间迁移到城市工作，约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 

这篇文章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它采用了非常有效的方法，对吧？虽然这个方法非常厉害，

但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得到的洞见好像并不那么新颖——大家去城市工作，工资当然会

提高。但比较有价值的一点是，其实还没有通过精确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和证实，为什么在可

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城乡之间仍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当然，这其中的一个可能解释

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frictions）。比如，信息障碍（information friction），生活在农村

的人可能没有去过大城市，甚至不知道城市生活可能更适合自己。也许他们在搬迁时面临着

障碍，比如到城市后没有住处，如果没有亲戚朋友的帮助，可能没有地方住。所以，虽然有

很多猜想，但没有人能够通过数据和科学方法来证实这一点。这篇文章通过随机实验的方法

仔细分析了其中的一个渠道。

其中一种可能性是，金融约束（financial constraint）可能并不是迁移的主要障碍。通过

随机实验，确实发现了这一点，虽然不能说完全确凿，但提供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也就

是说，在没有提供这种干预之前，人们可能并未意识到城市生活更适合自己。在提供了干预

之后，即使只是给农民提供一些小的激励，比如巴士票，他们因为对城市生活有了更多了解，

便更愿意迁移到城市。这从侧面表明，之前没有迁移是因为没有获取到这些信息，而没有这

些信息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存在一些金融约束。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像花费搭乘巴士这种非

常小的开销，可能就能让他们去城市看看，从而打破了迁移的障碍。

然而，像这样的小规模实验，尤其是当前很多实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之一，就是实验的

规模太小，难以推广。如果很多村庄的人口都迁移到城市，那他们的收入是否还会提高？他

们是否还能够找到工作？这一点我们并不确定。此外，这个实验是在一个村庄进行的，但如

果换到其他村庄，是否会得出相同的效果？能否把这个结论推广到其他情境？这些问题依然

不确定。尽管如此，在这项实验中，作者的发现填补了文献中的一个空白，所以这篇文章在

经济学文献中仍然非常有意义。这是我刚才讲到的比较理想的实验情况，尽管这种机会并不

多见。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有经济机会吗？

 理想的方法

 通过随机冲击一个地方估算工资变化：

o Greenstone等（2010）：

 测量了那些获得和未获得“百万美元工厂”投资的中等密度社区的不

同命运。



 该论文的解决方法是依赖于利润最大化公司报告的选址排名。

 识别一个有效的反事实，分析如果工厂未开设，现有工厂的全要素

生产率（TFP）会发生什么。

 这些排名来自企业房地产杂志《Site Selection》，该杂志包括一个常

规栏目“百万美元工厂”，介绍了大型工厂如何决定其位置。

 当公司考虑开设大型工厂时，他们通常从考虑几十个可能的地点开

始，随后缩小选择范围。 

另一个大家探索的方向是，为什么城市能够提高人们的工资？这涉及到城市的集聚经济

（agglomeration economy）。是否意味着人越多，大家的互动和劳动力池的厚度增加，会对

企业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提高市场效率，最终提高工资。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是 Greenstone
在 2010 年做的关于“Billion Dollar Plant”（十亿美元工厂）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Greenstone
主要比较了几个地方，看看是否当一个地方新开设了一个超过千万美元的工厂时，原本在这

个地方的工人是否会受益，生产率是否会提高。举个例子，假设原本在某个镇上有一家造纸

厂，然后突然又有另一家造纸厂开设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些造纸工人是否能够提高生产率？

他们能否分享一些生产技术，从而让造纸厂的生产率提高？

当然，造纸行业可能并不是最能体现这种共享潜力的例子。也许更合适的例子是广告行

业。假设原本这个地方有几家广告公司，然后突然有一家新的广告公司开设，招聘了一些有

才华的广告人员。这些人员数量增加，组织了一个可以喝下午茶的聚会，他们可以在聚会上

分享创意。这些交流可能会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因为他们能够产生更有创意的想法。当然，

除了知识共享（knowledge sharing），还有其他很多途径，比如成本共享（cost sharing）和

学习（learning）等，这些都可以提升生产力。

这篇文章通过随机扰动某个地区，使得该地区的产业突然扩展，来观察是否能够看到生

产力的差异。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当企业选择位置时，会非常谨慎，不会随便选择，因此

也不会随机地参与实验。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作者采用了一个聪明的方法，他们查看了一本

名为《Site Selection》的杂志。这本杂志有一个专栏，专门列出了每年新开设的工厂，并描

述了这些工厂的候选选址（candidate set）。例如，当特斯拉选择工厂位置时，可能在德克

萨斯和加州之间做选择。一个更真实的例子是亚马逊，它当时也面临多个潜在选址，最后选

择了纽约，而不是大家普遍认为的波士顿。

在这些候选地点中，条件非常相似，不是像比较纽约与某个偏远地方那样，而是比较非

常相似的潜在选址。因此，这本杂志罗列出了每个工厂当年考虑的这些候选地点，从而为这

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来源。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有经济机会吗？

 理想的方法

 通过随机冲击一个地方估算工资变化：

o Greenstone等（2010）：

 他们通常通过考虑几十个可能的地点开始，然后将名单缩小到大约

10 个地点，其中选出 2 到 3 个最终候选地。

 “百万美元工厂”文章报告了工厂最终选择的县（即“赢家”），以及一

到两个作为备选的县（即“失败者”）。

失败者是那些经历了长时间筛选过程，但最终以微弱劣势输掉竞争

的县。 



一般来说，这些候选地点会有十个，其中大约两到三个会被公布出来，最终宣布哪些地

方获得了工厂的青睐。作者还会记录哪些地方虽然非常接近，但最终未能获得选址机会，成

为“runner-up”。作者的论点是，可以将“runner-up”和“winner”进行比较，因为它们

的特征应该非常相似。但由于各种原因，比如一些时尚因素、政治因素，或是决策者之间的

关系等，工厂最终选择了某些地方，而不是另一些。

在比较“winner”和“runner-up”之间的现有企业（incumbent enterprises）的生产率

变化时，作者试图推断：当某个地区的产业规模扩大时，集聚效应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从而

提高生产率。

这张图展示了一个研究结果。图中的方形标记线代表的是“winner”地区的生产率变化，

而三角形标记线则代表“losing counties”（未被选中的地区）的生产率变化。显然，这个结

果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看到这两条线都有各自的时间趋势。为了去除时

间趋势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差分中的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估计方法。

通过这种估计方法，我们可以清晰地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在新工厂开设之前，实验组

（treatment group）中的现有企业（incumbent）和对照组（control group）中的现有企业之

间的生产率差异并不大。然而，工厂开设之后，这个差异被明显拉大了。

从图表上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线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统计学角度来说，这表明新工

厂的开设带来了集聚经济效应，集聚经济可能促进了生产率的上升。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有经济机会吗？

 理想的方法

 通过随机冲击一个地方估算工资变化：

o Greenstone等（2010）：



 测量了那些获得和未获得“百万美元工厂”投资的中等密度社区的不

同命运。

 对现有工厂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加了 12%。
 说明存在强烈的正溢出效应，这些效应在工厂开设决策中未被内化。

o 该研究要求地点性冲击与地点层面的未观察到的、随时间变化的属性相独立。

o 很少有私人或公共投资完全不受地方特征的影响。 

这是作者的一项贡献，也可能是这篇文章首次将“runner-up”和“winner”这一思路引

入到因果推断（causal inference）中。作者发现，那些接受到新工厂投资的地区，其现有工

厂的生产率大约提高了 12%，这是一种非常强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即一个新的工

厂进入时，会对原有的工厂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这篇文章的质量很高，因为它通过巧妙

地引入了这样一个随机的冲击（random shock）。然而，这种随机冲击在现实中其实很难观

察到。

大多数情况下，很难想象一个企业会为了参与实验而随机选择一个地点，这是一个正向

冲击（positive shock）。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有经济机会吗？

 更多关于冲击一个地方的负面效应：

o Imbert 等（2018）：

 使用国际农业价格的变化来生成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工资变化，这种

变化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

 这种变化导致大量移民迁移到附近的城市。

 迁移导致工资和每工人创造的价值减少，并且生产转向更多劳动密

集型的行业。

 这些结果似乎表明这是一个标准的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而不是来

自低技能工人迁入的正外部效应。  

这部分讲的是企业层面上城市为什么会影响工资的问题。通过对一个地区的冲击

（shock），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影响。此外，另一篇关于冲击的文章（例如 Inbert 2018 年

发表的文章）发现，冲击也可能带来负面效果。例如，这篇文章分析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

是在 2000 年至 2005 年间，这些地区接收了大量农村移民。中国在这段时间放松了户籍管制，

很多农民迁移到大城市工作。朱晓东老师的文章也提到，当时中国加入世贸后，放宽了户籍

限制，促使大量农民进入大城市。

这样的移民潮实际上带来的是一种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效应，导致沿海工厂

的工资下降，同时更多地使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作者使用了一个因果识别方法来解决这个

问题：例如，中国不同农村地区受到了农作物价格变化的影响。当某些农作物（如棉花）的

国际价格下降时，这些地区的农民可能停止种植这些作物，更倾向于迁移到沿海地区工作。

这是一种外生的冲击，通过迁移来观察人口变化对工资的影响。

这篇文章的发现是，当移民数量非常多时，接受移民的地区工资下降。这个结果与之前

的研究不同，后者认为将人迁入城市有可能提高个人和社会的福利。这个发现很有洞察力，

因为它揭示了大规模迁移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大量人群迁移到城市时，反而可能没有预

期中的积极效果。就像当你个人去旅行时，它是一种享受，但如果是在黄金周去，可能就不

再那么享受，因为人们都做了同样的选择。



这张图展示了作者利用的外生冲击。比如，图中红色部分代表的是棉花（cotton）的产

量。当棉花的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时，来自这些地区的人们更容易迁移出去。

城市的经济利益如何才能更加广泛地共享？

 “任何城市，无论多小，事实上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贫穷的城市，另一部分是富

裕的城市；它们相互对立。”(柏拉图 1920 年)

 由于成功的城市吸引了富人和穷人，城市贫困或不平等的存在并不是城市失败的标志。

 重要的问题是：

 城市是否能将贫困人口转化为中产阶级？

 还是贫困人口依然被困在持续贫困的角落里？

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是否通过将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能够提高个人或整体的福利

水平？从我们看到的研究来看，结论往往是 context dependent（依赖于具体情境）。有时这

种迁移确实能带来正向影响，但很多时候它会带来负向影响，尤其是当迁移的规模较小，个

体福利提高时，但当迁移规模扩大时，整体效果可能反而是负面的。

我们知道，城市有一个最优规模。如果我们相信城市存在最优规模，那么可以预见，当

大量人口从小城市迁移到大城市时，交通压力和负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将增加。

这可能导致城市的整体效用下降。因此，大规模迁移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整体福利下降。

这一点在文献中的探讨相对较少，特别是关于中国的户籍政策，政府通过缓慢放松人口

流动来限制迁移。尽管这种做法有其不足，但也可以说，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了某些措施。

不过，政府的过度干预有时可能超过市场所需的水平。或许市场自发地通过如更高房价等“软

性”约束来限制迁移，可能会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这个话题在文献中的讨论相对较少。

当然，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迁移到大城市以改善生活的趋势大概率是正

确的。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是逐步增长的，尤其是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更多的人会从事服

务业工作。尤其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AI）等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

减少。因此，要增加就业机会，主要的着力点可能会转向服务业。



从长期来看，城市对人口和劳动力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如果忽略 AI 的因素，那么人

们会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虽然这一过程需要时间。有些国家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努力，

才能从贫民窟到中产阶级，借助教育等手段提升自己在城市中的生活水平。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更好地共享城市带来的福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如何让新移民和本地居民共同

受益。

正如柏拉图在 1920 年所说的：“任何一个城市，无论多小，实际上都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贫民区，另一部分是富人区，这两部分在相互对抗。”这意味着，在一个城市中，

贫富差距的存在并不一定代表这个城市的失败。在纽约等大城市，你仍然能看到很多贫困的

流浪汉和生活困难的人，这并不代表城市的发展失败。关键在于，城市是否有机制将贫困人

口转化为中产阶级，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城市运作不好，那么移民或者本地的贫困

人口可能会陷入代际贫困，长期无法改善生活水平。

如何让城市的经济利益更加广泛地共享？

 由 Chetty 等人（2018）开发的机会图表记录了在美国城市中，贫困儿童的向上流动

性较低。

 尽管美国城市可能是富有生产力的，但它似乎并没有为许多贫困居民提供太多机会。

 教育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Combes 等人（2019）**发现，受过更好教育的农村迁移至城市的工人似乎比那些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获得更大的工资增长，尤其是在中国的城市。 

这个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由 Chatty 进行的“Waiting for Opportunity”研究。研究

通过随机将一些人从较贫困的社区转移到较富裕的社区，然后观察他们几代人之后的变化，

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并提高收入水平。结果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如

果你能够改变一个人出生的地点，将他从贫困社区转移到富裕社区，那么他的人生轨迹会发

生显著变化。

同时，研究还发现，美国存在阶层固化的问题。一个人出生的地点往往决定了他的预期

收入，尤其是在美国，教育多由私立学校提供。对于贫困人群而言，向中产阶级过渡的最大

障碍之一就是如何进入一所好大学。

这可能是中国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大学系统是公立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提供

了非常负担得起的高质量教育。然而，美国由于自由市场的原因，在提供公共教育资源方面

存在差距。尽管美国的名校质量非常高，但对于低层次的教育，质量却相对较差。中国的教

育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较为均衡的分配。

法国学者 Cons Urban Colonics 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中，

拥有较高教育背景的人通常会在城市中过得更好，收入更高。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故

事非常容易理解。



课堂展示网站：https://www.opportunityatlas.org/

在这个研究中，Chatty 根据模型预测了一个人根据出生地点可能获得的收入。比如，美

国的地图可以显示从州到具体街区（census track）级别的细节。如果你出生在某个地区，根

据种族、家庭收入、父母的背景以及孩子的种族和性别等因素，可以预测他一生的收入水平。

例如，如果你出生在新英格兰地区，35 岁时的预期收入可能是 5 万美元（约合 35 万元人民

币）。但如果你出生在其他地方，比如佛罗里达北部，预期收入可能会降到 35,000 美元（约

合 20 万元人民币）。

如果你是黑人，收入预期会进一步降低，甚至在同一地区的收入预期也会大幅下降。而

如果是白人，预期收入则会相对较高，可能达到 4 万美元。如果是亚裔，预期收入可能会更

高，达到 5 万美元。这些差异反映了种族对收入的影响，并结合了父母的收入背景。

在不同社区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例如，如果你是在曼哈顿长大的，35 岁时的预期收入

可能为 5 万美元。但如果你生活在纽约的上州（Upstate New York），收入可能会更高，预

期收入可以达到 6 万美元。虽然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平均值，但它们确实揭示了不同地区和种

族之间的巨大差异。

进一步分析显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存在，男性的收入大约是 5 万美元，而

女性则可能略高一些。对于出生地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居住在沿海地区（如美国东岸或西

岸）的人的收入普遍较高，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机会更多，反映了美国社会阶级固化的问

题。

如果一个人出生地点的差异能够如此精确地预测他的一生收入，那么就说明社会的流动

https://www.opportunityatlas.org/


性较低，出生背景对未来的影响巨大。这也反映了美国梦的破碎——社会阶级的流动性远不

如想象中的那么强。

这项研究和相关的模型非常有趣，它提供了关于社会阶级和收入差异的直观理解，也让

我们看到出生地如何深刻影响一个人的未来。

城市的经济利益如何才能更加广泛地共享？

对个人而言：

o 个人教育与城市中的向上流动密切相关（Psacharopoulos & Patrinos 2018）。

o 学校教授孩子们促进沟通的技能，如阅读、写作和语法，这些技能有助于城

市中的互动。

对城市而言：

o 城市的整体教育水平与其成功也密切相关，

 从收入（Rauch 1993 年，Moretti 2004 年，Chauvin 等人 2017 年）来

衡量

 通过人口增长（Glaeser 等人 1995 年）

经济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尽管相关研究不算很多，但通过现代经济学的方法，

特别是因果推断（causal inference）方法，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尽管有不少

研究尝试探讨这个话题，但经济学中对于因果关系的强调仍然较为新兴。比如，通过实验或

利用外生冲击（exogenous shock）进行研究，当前相关研究仍较为稀缺。英国推断革命（the
revolution in causal inference）大约是在 20 年前才开始广泛应用。

我们可以借助现代的数据方法和因果推断技术，来解决这些经典问题，从中得出更可靠

的见解。但总体来说，教育对个人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移民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那

么他就能更容易地实现阶层的跃升，获得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校教育不仅传授工作技能，还教会学生如何与他人更好地沟

通、做阅读写作等基础能力。更重要的是，教育还能够帮助人们学习一些文化知识，并通过

与同龄人的互动提升社交能力。之前，陆明教授在北大讲座时提到，他也在研究北京的服务

业为什么相对较差。他的解释是，服务业人员的培训比工厂工人要复杂得多，工厂工人培训

几天就能上岗，而服务业人员的培训则可能需要几年，甚至需要他们深入理解当地的文化背

景。

因此，教育不仅是技能培训，它还帮助移民及其下一代更好地融入新环境，学习文化、

提高与他人沟通的能力。而城市的密度（density）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的文化和

信息交流的密度，促进了这种社会流动和阶层跃升。

密度的负面影响

 城市传染、拥堵和犯罪的社会成本是什么？

o 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

 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

o 城市基础设施

 管道水，在密集的环境中城市水可能被污染。



o 贫民窟

 人们在近距离建造住房。

 更高的犯罪率。

 单纯拆除/升级贫民窟并没有帮助。

 Galiani 等（2017，2018）：

 随机对照试验。

 向萨尔瓦多、墨西哥和乌拉圭的城市居民提供改善住房。

 提升贫民窟住房质量能增加短期福利。

 没有持久的自我报告的福利效应。 

我们刚才看到，尽管一些人迁移到城市，但并不一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因为过高

的城市密度（density）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高密度的城市更容易出现传染病传

播，尤其是在疫情再次发生时，大城市可能会处于更加脆弱的状态。此外，交通拥堵和犯罪

率也是城市高密度的负面效应。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些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些都是城

市密度带来的不利影响。

此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过于拥挤且缺乏有效的政府管理时，水资源可能会

受到污染。例如，如果下水道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污染物可能进入土壤，进而污染地下水。

地下水被抽取后，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这是城市化中的另一个隐患。

此外，许多低收入人群可能因负担不起较高的房价，而选择住进棚户区，这也是他们可

以承受的唯一选择。这些地区可能会滋生犯罪。现有的一些研究表明，虽然一些短期的改善

措施可能让人感到暂时的幸福感提升，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善人们的

生活质量。最终，改善生活质量的关键，还是要为这些人提供体面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改善

他们的居住条件。

估算基础设施的社会效益

 通过在资源有限的城市提供更多基础设施来解决问题。

 那么，成本和效益如何呢？

o 举个例子，仔细分析表明，公交快速交通（BRT）比地铁更具成本效益。

o 早期城市基础设施分析的一个核心结果是，公交系统（有时是专用车道）远

比轨道系统更具成本效益。这一分析促使了公交快速交通（BRT）系统的实

施，已经在巴西的库里提巴、哥伦比亚的波哥大等地推广。 

为了让更多的人共享城市的福利，除了教育之外，提供更加合理的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当然，政府的财政总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预算内

更好地提供基础设施就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涉及到对不同潜在选项的评估，权衡其成

本和效益，然后以较低的成本建设最有效的项目，从而使更多人受益。

例如，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财政受限的情况下，建设快速巴

士系统（Bus Rapid Transit, BRT）可能比地铁更具性价比。BRT 系统能以较低的成本帮助更多

人更快捷地到达工作地点，从而提高他们的流动性，推动经济发展。



城市化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

 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

 当城市化做得正确，或满足经济发展的其他条件时，城市化能促进经济增长。

 当其他条件不满足时，单纯的城市化可能无法推动经济增长。

 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

o （课堂问题） 

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城市化是否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城市

化确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方面，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城市化是一个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足条件。只有当城市化与其他政策和措施相配合，并且这些措施都有效实施时，城

市化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如果仅仅强调将人迁移到城市，但没有其他配套政策，比如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

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变得徒劳无功。它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可能只是经济发展的一

个表现。

城市化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

 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

 当城市化做得正确，或满足经济发展的其他条件时，城市化能促进经济增长。

 当其他条件不满足时，单纯的城市化可能无法推动经济增长。

 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

o 工业化

o 制度

o 许多其他你将在本课程和其他课程中学到的内容。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城市化在平均值或统计意义上促进经济增长，但我们需要记

住，特定背景可能使这一效应归零。 

除了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外，城市化的成功还依赖于其他条件。比如，必须具备良好的

工业化基础，或者未来更多依赖于服务业、智能化工作和创造性工作的集聚。除此之外，城

市化还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framework），以确保这些条件能够有效地促进经

济发展。

为什么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增长？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和工业化都有关系。

 （经典的）两部门模型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中：

o 随着劳动力从农村的农业部门向城市的制造业部门转移，生产力增长。

o 城市化是许多发展阶段中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集聚经济

 人力资本积累 



我们传统的经济学模型在讨论城市增长、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主要依赖于

经典的四因素模型（four-factor model）。此外，还包括了流动性（mobility）和其他因素，

都是基于这一经典模型的基础。

为什么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增长？

 具体来说：

o 国家最初存在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o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拥有更多现代技术和更好外部市场接入的城市提供

更高的收入。

o 收入差距吸引了几代人迁移到城市。

o 随着劳动力与土地比例的减少，农村地区的收入逐渐增加：

 也包括教育、现代技术和商业方法的改善。

o 城乡差距缩小。 

该模型的假设是，最初国家存在较大的城乡人口和收入差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城市将变得更加现代化，采用更多现代化的技术和设施，提供更好的市场接入。这使得迁移

到城市的人们能够学习到新的科技，并为出口型企业工作，从而创造新的财富。

与此同时，人口流出的地区因为劳动力减少，会引入更多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法。这样，

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因此，城乡差距会逐渐缩小。

经验法则与不断变化的世界

 经验并非完全可转移。

 似乎适用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但不适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发展中国家。 

这个模型在过去 40 年中的某些时期确实是有效的，但也并非完全适用。例如，如果我们对

比亚洲和非洲的经验，就可以发现一些差异。

经验法则与不断变化的世界

 收入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在亚洲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SSA）不同。

在亚洲我们发现了的确这种工业水平和城

市化之间是存在非常强的关系的。但是在非洲

这个关系其实并不强，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没

有增长的城市化，没有工业增长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

 城市化对国家增长的影响。

 整体效应难以评估。

 一些观点：

o 经典观点：

 如果固定成本技术需要较大的市场规模（例如，Rosenstein-Rodan
1943，Murphy 等 1989），那么城市化可能提供向工业化迈进的“大
推动”。

 城市可能使贫困国家能够与富裕国家进行贸易。

 在中国东莞和深圳等著名电子市场购物的便利性，购买制造先进智

能手机所需的部件，生动地展示了这一可能性。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这种模型提供了

一种假设，但我们很难进行更加严谨和深入的分析来验证它。

城市化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更为合理的研究路径可能是考察城市与增长要素之间的联系：

o 如新专利创造与专利引用（例如，Jaffe等 1993），

o 外国直接投资（Guimarães 等 2000），

o 教育（Muralidharan & Sundararaman 2015）。

 次国家层面的数据使得识别变得更为可行，也更容易看到通过哪些机制，城市正在

推动国家从贫困走向繁荣的过渡。 

如今，学界的共识之一是，不能简单地看城市化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这样宏大的目标。

我们需要关注一些更具体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更能决定经济增长。例如，城市化是否促进

创新？城市化是否能推动企业更多地产生专利？是否能吸引更多的外资？城市化是否能提

高教育水平？通过分析这些更细小的机制，如果我们发现它们对经济增长有因果关系的正向

影响，我们可以将它们综合起来，重新评估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不是仅仅依赖一个

简单的模型推断。

例如，Gecko在某些文章中提到，这种假设有时是对的，有时是错的，很多时候可能取

决于具体的背景。因此，应用一个高层次的、抽象的理论到具体的国家和情境中可能是困难

的。

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我们需要更多地分析该国的具体机制。例如，城市化在该国如何

影响教育？教育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然后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通过对这些机制的估计，

来评估城市化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种方法可以更明确地揭示因果关系。

这些思路和方法源于因果关系革命之后，大家对于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今天课程的很

多内容来自于 Brandt, Gloser 和 Tividance 的论文《Cities in the Countries and Individuals》26。

26 Bryan, G., Glaeser, E., & Tsivanidis, N. (2020). 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2,
27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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